
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真的“亲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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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已有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后果的文献多侧重于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
为的收益，却忽视了适应性行为背后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成本。为统筹考察气候变化对
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影响， 本文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NDDF） 核算了 2003—
2016 年中国城市层面的绿色经济效率，通过识别日度气温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因果效
应评估了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以气温区间 6—12℃为基准，气温下降或上升均
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负面影响。并且，这一效应仅存在于发达城市，在落后城市并不显著，
体现出气候变化经济后果的“劫富”特征，与以往文献大多发现的“亲贫”特征迥然不同。经
稳健性检验与排除可能的竞争性解释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气温上升通过
影响劳动生产率、节能减排效率以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等渠道产生“劫富”式经
济后果。 根据中期（2041—2060 年）与长期（2061—2080 年）中国各城市未来气候变化的

RCP8.5 路径，模拟结果显示，未来高温天数的增加将持续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
不利影响，且负向影响随时间推移呈加剧之势。本文的研究为理解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提
供了新视角，也为地方政府气候治理责任界定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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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一直是政策界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问题。 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考察了平均气温上升对农业（Mendelsohn et al.，1994；Schlenker
et al.，2005；Schlenker and Roberts，2009；Zhang et al.，2017）、 工业产出或经济增长 （Dell et al.，
2012；Chen and Yang，2019）、健康或死亡率（Heutel et al.，2017；Yu et al.，2019；Kim et al.，2019）、
国际贸易（Jones and Olken，2010；Li et al.，2015）、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Zhang et al.，2018；
Letta and Tol，2019；Kumar and Khanna，2019）等方面的影响。 这些研究一致发现，平均气温上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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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候变化形式对上述经济变量均呈现负面影响。但是，进一步探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主要影响
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已有研究对此尚未形成共识。

较多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于落后地区而非发达地区，即气候变化的经济后
果具有“亲贫”特征（Dell et al.，2012；Deryugina and Hsiang，2014；Letta and Tol，2019；Kumar and
Khanna，2019）。但与此同时，也有文献发现不同的结论。例如，Burke et al.（2015）采用全球 166个国
家 1960—2010年的生产率数据，发现气候变化造成的生产率损失在富国与穷国之间并没有明显差
异。 遗憾的是，虽然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后果地区异质性的研究存在争议，但鲜有文献关注气候变化
偏向富裕地区的负面效应。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相比落后地区，富裕地区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适
应性行为背后具有巨大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成本（Li et al.，2018），而这可能会影响气候变化对
富裕地区的经济后果。

由此，如果统筹考虑生产率、能源消耗以及污染排放来研究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
应，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具有地区“亲贫”特征的结论仍然成立吗？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对现有理
论研究不足的填补，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的双赢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相继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国别方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以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

（发电行业）》等文件，深入推进气候治理，在国际上主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率先
提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贡献方案。在主动增加气候治理责任的同时，中国已由经济发展的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的阶段，致力于实现工业经济绿色发展（史丹和李鹏，2019）。 在此
背景下，厘清气候变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地区异质性，既有助于优化设计中国以绿色发展
为导向的气候治理政策，也能够激发各地方政府参与气候变化协作治理的内生动力。

基于此， 本文首先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Non-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NDDF）核算了 2003—2016年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在此基础上，通过估计气温变化对绿色经济
效率的短期效应，结合未来气候变化的路径，试图识别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以 6—12℃为基准区间，气温下降或上升均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对落后
城市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气温变化对不同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在“一切照
旧”的二氧化碳排放模式下，气候变化（日均气温大于 24℃的天数增加）在中期（2041—2060 年）将
使得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平均下降 0.0615 个单位，在长期（2061—2080 年）将使得发达城市绿色
经济效率平均下降 0.1054 个单位。 而无论是中期还是长期气候变化，均未对落后城市绿色经济效
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从绿色经济效率的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呈现出“劫富”
而非“亲贫”特征。

本文有如下创新之处： ①从适应性行为成本的崭新视角拓展了气候变化与经济生产率之间关
系的研究。 尽管近期的一些文献开始认识到人们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适应性行为本身具有非生产
性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成本， 但是仍未有文献实证检验这种非生产性成本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
该影响的地区异质性。 本文通过识别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因果效应，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
②首次验证了发达地区为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存在“过度适应”的行为，这些“过度适应”行为背后的
非生产性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反而会拖累绿色经济发展。这一结果表明，发达地区合理使用适应性
行为，将有助于实现气候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并且能够为落后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设计合理的气候治理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③在气候变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中补充了关于中国经验的
研究。中国作为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转型国家，提升其气候治理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关键在于强化更

43



有能力参与气候治理的发达地区的治理激励。 各地区在参与气候治理决策时面临收益与成本的权
衡，对于受害程度较小的地区而言，气候治理的收益不足以覆盖成本，往往缺乏积极参与气候治理
的激励。本文发现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具有“劫富”特征，这一结论廓清了发达地区参与气候治理的
收益，有助于强化发达地区参与气候治理的激励。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第三部分是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
第四部分是实证策略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包括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等；第六部分
是拓展性讨论；第七部分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效应评估；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早期文献集中于探索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 （Mendelsohn et al.，
1994）。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对象逐渐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房地产业等其他经济部门（Chen and
Yang，2019；Hauer et al.，2016；Zhang et al.，2018）。 与此同时，脱离于单个部门的研究视野，一些文
献开始系统考察气候变化对总体经济产出的影响（Burke et al.，2015；Dell et al.，2012；Caldeira and
Brown，2019）。在这些研究中，无论研究对象是单个部门还是经济总产出，气候变暖总会带来负面效
应基本已形成共识。 这一共识使得全球气候治理的必要性愈发凸显。 但是，在气候变化经济后果的
地区异质性方面产生了分歧， 这直接影响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本收
益考量以及相应的治理政策。

不少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的负向冲击更多作用于贫穷国家或地区。 这些文献从两个角度进行了
解释：一是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同于发达地区。相比之下，落后地区的农业占比更高，而气候变化
一旦产生负面的经济效应，农业部门总是首当其冲。相应地，由于产业结构低端化，户外体力密集型
劳动占比更高，也是落后地区承受气候变化主要影响的关键因素。二是发达地区的技术与资本更胜
一筹，具有更强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因而在面临气候变化时，发达地区能够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气
温上升的适应性行为，从而“绝缘”于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 例如，对于发达地区的工厂而言，空调的使
用普及化是应对高温的有效方式， 但是落后地区难以承担普及空调等适应性行为的成本（Deryugina
and Hsiang，2014）。 因此，相比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气候变化中受损更大。

尽管从产业结构与适应性行为两个角度看， 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具有 “亲贫” 特征不无道理

（Letta and Tol，2019），但不可否认的是，气候变化的影响理论上也可能偏向发达地区。 本文结合以
往研究，主要从劳动生产率、节能减排以及政府环境治理三个渠道来阐述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效应
偏向发达地区的作用机理。

1. 劳动生产率渠道
不少研究认为， 气温变化影响农业之外的其他经济部门， 主要是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实现的

（Caldeira and Brown，2019），因此，劳动生产率理论上是气候变化影响绿色生产率的重要机制。 气
候变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显示，气温过冷或过热都会使得劳动者无法专注工作，从而降低劳动者的
生产率（Cai et al.，2018；Qiu and Zhao，2019），尤其高温环境还会加剧劳动者的疲劳感，使得劳动
生产率的下降更为明显（Galloway and Maughan，1997）。 尽管直觉上，相比室内脑力密集型劳动者，
户外体力密集型劳动者更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人体工程学的研究表明，脑力密集型的复杂
劳动相比体力密集型的简单劳动遭受高温的干扰更大 （Ramsey and Kwon，1992；Zander and
Mathew，2019）。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偏向高端化，决定了脑力密集型的复杂劳动占比更大。因此，相比
落后地区，发达地区的绿色生产率可能更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冲击。

金刚等：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真的“亲贫”吗

44



2020 年第 9 期

2.节能减排渠道
以往文献大多强调人们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适应性行为所产生的正面效应， 却忽视了这些适

应性行为背后通常存在巨大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成本（Carleton and Hsiang，2016）。例如，大量空
调的安装使用，尽管有助于缓解高温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利影响，但是也造成了非生产性能源消耗与
污染排放的大量增加， 降低节能减排绩效，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Deschênes and Greenstone
（2011）研究发现气温变化与电力消费呈现“U”型曲线关系，过低或过高的气温都会使得电力消费变
得更多。在面临相同的气候变化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区采取的适应性行为存在差异，因
而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存在差异性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Wiedenhofer et al.
（2017）的研究发现由于消费模式和能力的不同，富裕与贫穷地区产生的能源消耗与相应的污染排
放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均等，占总人口仅 5%的富裕人口却通过家庭消费产生了占比高达 19%的碳
排放。 Yu et al.（2019）更为明确地指出，城市居民会显著增加能源消费以应对气候变化，而农村居
民较少对气候变化采取适应性行为。 因此，可以推断，具有不同城市化率的地区的能源消耗与污染
排放将会受到气候变化不同程度的影响。相比落后地区，发达地区的人们既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采
取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故这些地区的节能减排绩效也更易遭受气候变化的冲击。 因此，本
文认为，节能减排这一渠道可能也是气候变化更多影响发达地区绿色生产率的重要机制。

3. 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渠道
一个地区的绿色生产率如何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不仅与地区的适应性行为相关， 也在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尤其在中国，节能减排绩效很大程度上受到辖区环境规制执行
力度的影响。随着中国污染治理压力不断加大，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从普遍非完全执行中央
政府环境政策逐步转向“竞相向上”与“逐底竞赛”并存的环境规制互动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地
区与落后地区环境治理模式出现分野。 其中，经济发达地区执行环境政策的力度较高，而经济落后
地区环境规制仍维持在较低水平（金刚和沈坤荣，2018）。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尽管相比落后地区环
境规制执行力度较高，但是当气温上升至高温区间时，地方政府可能会预期其对经济产出的不利影
响，从而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的方式促进经济产出的增加，缓解这一负向效应。 对于落后地
区来说，由于环境规制执行的水平一直较低，进一步降低环境规制执行水平从而缓解气候变化负面
影响的空间已然较小。因此，本文认为气候变化也可能通过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渠道产生对发
达地区的偏向效应。

三、 中国绿色经济效率核算

1. 测算方法
参考李江龙和徐斌（2018）的做法，本文采用 Zhou et al.（2012）提出的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NDDF）核算中国城市层面的绿色经济效率。基于 NDDF核算绿色经济效率首先需要确定生产过程
的投入与产出要素。 本文选择投入要素包括资本（K）、劳动（L）以及能源（E）。 产出要素包括期望产
出（Y）和非期望产出（U）。其中，非期望产出表示污染排放，具体采用废水排放量（W）、二氧化硫排放
量（S），以及烟（粉）尘排放量（D）来表示。 设定生产技术形式如下：

T=

（K，L，E，Y，W，S，D）：∑
T

t=1∑
N

i=1λit Kit≤K，∑
T

t=1∑
N

i=1λit Lit≤L

∑
T

t=1∑
N

i=1λit Eit≤E，∑
T

t=1∑
N

i=1λit Yit≥Y，∑
T

t=1∑
N

i=1λitWit =W

∑
T

t=1∑
N

i=1λit Sit =S，∑
T

t=1∑
N

i=1λit Dit =D，λ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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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λit是用来构造包络所有观测值凸组合的强度变量。 本文定义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

数为：

N��D （K，L，E，Y，W，S，D；g）=sup{ ω
T
β：（K，L，E，Y，W，S，D）+g·diag（β）∈T } （2）

式（2）中，g=（-gK ，-gL ，-gE ，gY ，-gW ，-gS ，-gD ）是方向向量，表示生产函数各个变量变化的方向。

ω=（ωK ，ωL ，ωE ，ωY ，ωW ，ωS ，ωD ）
T
是权重向量，表示各投入产出变量的标准化权重。 松弛向量 β=（βK ，

βL ，βE ，βY ，βW ，βS ，βD ）
T
≥0是生产函数中各个变量变化的比例。 NDDF 允许向量 β 中的不同元素取

不同的数值，即各投入产出变量可以以不同的比例扩张或缩减。符号 diag表示对向量 β的对角化处
理。为全面考察经济实际运行过程中各投入产出变量缩减或扩张的空间，本文参考林伯强和刘泓汛

（2015），设置方向向量为 g=（-K，-L，-E，Y，-W，-S，-D）。 具体地，设定投入要素中劳动、资本、能源
的权重各为 1/9。 期望产出的权重为 1/3，非期望产出中废水，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量的权重各

为 1/9，因此权重向量为 ω=（ 19
， 1
9
， 1
9
， 1
3
， 1
9
， 1
9
， 1
9
）
T
。

上述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可以通过以下线性规划方程求得最优解：

N��D （K，L，E，Y，W，S，D）=max（ 19 βK+
1
9 βL+

1
9 βE+

1
3 βY+

1
9 βW+

1
9 βS+

1
9 βD ）

s.t.∑
T

t=1∑
N

i=1λit Kit≤K-βK gK ，∑
T

t=1∑
N

i=1λit Lit≤L-βL gL

∑
T

t=1∑
N

i=1λit Eit≤E-βE gE ，∑
T

t=1∑
N

i=1λit Yit≥Y+βY gY

∑
T

t=1∑
N

i=1λitWit =W-βW gW ，∑
T

t=1∑
N

i=1λit Sit =S-βS gS

∑
T

t=1∑
N

i=1λit Dit =D-βD gD ，t=1，2，…，T， i=1，2，…，N

λit ，βK ，βL ，βE ，βY ，βW ，βS ，βD≥0 （3）

求解式（3）可得最优解 β*=（βK*，βL*，βE*，βY*，βW*，βS*，βD*）
T
。 对于城市 i 在 t 年的生产而言，劳动投

入、资本投入、能源消费、期望产出以及各非期望产出的目标值分别为：K-β *
K，it g *

K，it 、L-β *
L，it g *

L，it 、

E-β *
E，it g *

E，it 、 Y+β *
Y，it g *

Y，it 、W-β *
W，it g *

W，it 、S-β *
S，it g *

S，it以及 D-β *
D，it g *

D，it。 若 β *
it = 0， 说明城市 i 在 t

年已经在现有的投入与产出水平上实现最优目标。
本文定义能源效率（EP）为目标能源消耗强度与实际能源消耗强度的比值，环境效率（PP）为目

标污染排放强度与实际污染排放强度的比值。 分别表示如下：

EPit =
（Eit -β *

E，it× Eit ）/（Yit+β *
Y，it×Yit ）

Eit /Yit
（4）

PPit =
1
3

（Wit -β *
W，it×Wit ）/（Yit+β *

Y，it×Yit ）
Wit /Yit

+ 1
3

（Sit -β *
S，it× Sit ）/（Yit+β *

Y，it×Yit ）
Sit /Yit

+

1
3

（Dit -β *
D，it× Dit ）/（Yit+β *

Y，it×Yit ）
Dit /Yit

（5）

基于式（4）和式（5），本文定义能源环境效率（EPP）为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加权线性和，其中
能源效率与环境效率的权重分别为 1/2，表示如下：

EPPit =
1
2 EPit +

1
2 PPit =

1
2

（Eit -β *
E，it× Eit ）/（Yit+β *

Y，it×Yit ）
Eit /Y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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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3

（Wit -β *
W，it×Wit ）/（Yit+β *

Y，it×Yit ）
Wit /Yit

+ 1
3

（Sit -β *
S，it× Sit ）/（Yit+β *

Y，it×Yit ）
Sit /Yit

+ 1
3

（Dit -β *
D，it× Dit ）/（Yit+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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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 /Y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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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全面反映经济运行效率，在能源环境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劳动与资本的效率，核算绿色
经济效率（Gtfp）。 同样按照式（3）中投入和产出变量（加总）权重相等的原则，设定劳动（L）、资本
（K）、能源（E）、废水（W）、二氧化硫（S）、烟（粉）尘（D）目标值与实际值比值的权重分别为 1/6，将其
加权平均得到绿色经济效率（Gtfp）的表达式：

Gtfpit =
1
6

（Kit -β *
K，it× Kit ）/（Yit+β *

Y，it×Yit ）
Kit /Yit

+ （Lit -β *
L，it× Lit ）/（Yit+β *

Y，it×Yit ）
Lit /Yit

+ （Eit -β *
E，it× Eit ）/（Yit+β *

Y，it×Yit ）
Eit /Yit

+ （Wit -β *
W，it×Wit ）/（Yit+β *

Y，it×Yit ）
Wit /Yit

+ （Sit -β *
S，it× Sit ）/（Yit+β *

Y，it×Yit ）
Sit /Yit

+ （Dit -β *
D，it× Dit ）/（Yit+β *

Y，it×Yit ）
Dit /Y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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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变量与数据
本文采用 2003—2016 年中国城市数据测算绿色经济效率， 由于部分城市相关变量的数据缺

失，最终选取 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城市层面的投入与产出数据全部来自历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投入变量：①劳动（L），采用全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衡量。 ②资本（K），采用永续盘存法
计算得到。 基期资本存量借鉴吴延兵（2006）的计算方法，根据 K0 =I0 /（g+δ）估算得到。 资本折旧率 δ

参考单豪杰（2008）采用的 10.96%。 I0表示基期固定资产投资额，g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固定

资产投资采用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③能源（E），借鉴李江龙和徐斌（2018），采用各城市全年用电量表示。
产出变量：①期望产出，采用 GDP 表示；②非期望产出，本文选取废水排放量（W），二氧化硫排

放量（S）和烟（粉）尘排放量（D）作为非期望产出的代理指标。 需要指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

2011年之前单独统计烟尘排放量，而未报告粉尘排放量。在 2011年之后则统计烟（粉）尘排放量。为
避免统计口径不一致造成的偏误，本文首先计算 2003—2010年各省份烟尘与粉尘排放比例，然后根
据此比例与城市层面的烟尘排放数据，估计出 2003—2010年城市层面可比口径的烟（粉）尘排放量。

3. 测算结果
参考黄燕萍等（2013）的做法，根据样本期间各城市的 GDP 平均值，本文将全部城市划分为两

类：发达城市与落后城市。图 1报告了发达城市与落后城市样本期间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分解项的概
率分布。可以发现，相比落后城市，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分布偏右，表明发达城市的绿色经济效
率整体上高于落后城市。但是，就能源环境效率、能源效率以及环境效率而言，发达城市相比落后城
市的优势并不明显。可见，即使是发达城市，在节约能源消耗与降低污染排放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空间。

四、 实证设计

1. 计量模型
气候与气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概念，而气温变化是一个短期概念，通常

可以将气候理解为气温的分布函数（Dell et al.，2012，2014；Hsiang，2016）。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建
议（Hsiang，2016；李承政等，2019），通过估计气温变化效应来识别过去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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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绿色经济效率及其分解项的概率密度分布

因果效应，再结合未来气候变化路径，模拟未来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实证
分析具体包括两个步骤：①识别日度气温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因果效应；②根据气候预测模型估
计未来气温变化趋势，结合日度气温变化的因果效应，模拟出未来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估计气温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因果效应。具体地，参考 Deryugina and Hsiang（2014）的做法，
根据日度平均气温构建气温区间变量，计算一年中气温落入每个区间的天数，采用如下回归方程进
行估计：

Gtfpit =α
m
Tbin

m

it +λWeatherit +ηi +σt +εit （8）

式（8）中，Tbin
m

it表示城市 i在年份 t日平均气温落入第 m 个气温区间的总天数。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将日平均气温以 6℃为长度划分成 9 个气温区间， 分别是小于-12℃、-12—-6℃、-6—0℃、0—
6℃、6—12℃、12—18℃、18—24℃、24—30℃、大于 30℃。为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择气温
区间 6—12℃为基准组①。 Weatherit表示城市 i在年份 t的其他天气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的做法（Li

et al.，2015），本文控制的天气变量包括：降水量、日照时间、气压、露点温度以及平均风速。通过控制

① 选择气温区间 6—12℃作为基准组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 Chen and Yang（2019）明确指出了选择气温
基准组的标准：尝试选择不同的气温区间作为基准组进行回归分析，当某一气温区间作为基准组时，其余

气温期间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则选择该气温区间为最终使用的基准组。 本文选择基准组的方法与

Chen and Yang（2019）一样，依此标准选择的基准组可以被视为有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最优气温区

间。同时，本文选择的基准气温区间范围也与 Burke et al.（2015）、Zhang et al.（2018）等类似。二是本文主要

通过识别气温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来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 通过考察不同气温区间中期

与长期平均天数的演变趋势，结合各气温区间的估计系数，最终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基

准气温区间平均天数的演变是不加以考虑的，故气温区间的平均天数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越小越适宜作为基

准区间。 根据中国城市中长期气候变化路径，气温区间 6—12℃的平均天数在中期与长期相比本文样本期
间（2003—2016 年）的变化幅度最小。其中，中国城市中长期气候变化路径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www.ciejournal.org）附件。

金刚等：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真的“亲贫”吗

48



2020 年第 9 期

这些外生天气变量，可以较好地利用气温的外生变化进行因果识别（Auffhammer et al.，2013）。 ηi表

示城市固定效应，σ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it表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

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构建气温区间变量 Tbin
m

it所需的日度平均气温与降水量、日照时间、气压、露点温度以及平均风

速等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的 ERA－Interim数据库。 本文首先整
理出中国范围内对应于 0.75°×0.75°网格的各个天气变量每日层面的数据， 然后根据经纬度将网格
的天气变量数据匹配到地级市层面。除日度平均气温外，其余天气变量均由日度层面数据转换为年
度层面的均值。由于在周末生产活动会出现暂停，不易受到气温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构造核心解释

变量 Tbin
m

it时，删除了周末气温信息，仅考虑一年中的工作日气温。

五、 实证结果及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1报告了基于式（8）展开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①，各气温区间的估计系数均以 6—12℃区间为

基准组。 第（1）列报告了基于全部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气温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总体呈
现倒“U”型曲线关系：以 6—12℃气温区间为基准，气温下降或上升均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负面
影响。但是，当气温低于 6—12℃区间时，只有当气温在 0—6℃区间与-12—-6℃区间时，气温对绿色
经济效率的负向影响才统计显著；而当气温高于 6—12℃区间时，只有当气温位于 18—24℃区间，
负向效应才统计显著，当气温大于 24℃后，这一负向影响就不再统计显著。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
能在于气温变化对落后城市与发达城市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全部城市样本使得不同样本的结果混
淆在一起，降低了系数估计的显著性。 为此，本文重点关注分别基于落后城市与发达城市样本的估
计结果。

第（2）列报告了基于落后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低于 6—12℃的气温，还是高于

6—12℃的气温，其对落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并且，不同气温区间的影
响效应大小均接近于 0。 第（3）列报告了基于发达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于发达城市而
言，气温变化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 与 6—12℃基准区间相比，更低或更高
的气温均不利于绿色经济效率，这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气温变化的经济后果呈现“劫富”
而非“亲贫”特征。 这一结果意味着对于发达城市而言，最有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气温区间是 6—
12℃，这与其他研究气候变化影响效应的文献所得结论类似。 例如，Burke et al.（2015）研究发现全
要素生产率在气温为 13℃时达到顶峰。 相对 6—12℃区间而言，在更低的气温区间中，当气温从小
于-12℃逐渐上升至 6℃时，绿色经济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仅当气温位于-12—-6℃与 0—6℃时，
气温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统计显著； 在更高的气温区间中， 当气温从 12℃逐渐上升至大于
30℃时，气温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显著且持续的负向影响。 并且，相比 6—12℃基准区间，随着
气温的不断升高，气温区间变量估计系数的绝对值不断变大，表明负面影响效应愈发明显。 根据各
气温区间的估计系数大小，可以具体估算出气温上升作用于发达城市的经济后果。 以气温在 12—
18℃区间为例，该气温区间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0016，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表明，
相对平均气温在 6—12℃的一天而言，在 12—18℃气温区间的天数每增加一天，将降低发达城市绿

① 为更清晰展示气温变化对不同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还绘制了基于不同城市样本各气温

区间变量估计系数的变化图，具体内容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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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经济效率 0.0016 个单位。 假设一年之内 365 天的绿色经济效率完全相同，在本文样本期间发达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均值为 0.2627，因此，在 12—18℃气温区间的天数每增加一天，将降低发达城
市绿色经济效率的 0.6091%。 转化为气温的边际效应，则为-0.1015%/℃。 由此可见，在发达城市，气
温上升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统计显著，在经济层面也是显著的①。

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本文基准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展开以下稳健性检验②：
（1）控制地区—年份联合固定效应。在基准回归中，尽管本文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但可

能遗漏了一些地区层面随年份变化的变量。 为此， 本文将年份固定效应更换为地区—年份固定效
应，同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与地区—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即使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与
地区—年份联合固定效应，本文的基准结论依然成立。

（2）调整标准误。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考虑了标准误可能在城市
层面的序列相关性。 但是每年同一省份内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也可能存在相关性。 为此，采用两种
方法对标准误进行调整：①将标准误同时聚类到城市与省份—年份两个维度。 ②参考沈坤荣和金刚

（2018），采用空间 HAC聚类标准误方法。 具体地，设定空间相关的地理距离为 50km，序列相关为 1
期进行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本文的基准结论并未受到标准误调整方式的干扰。

（3）调整气温区间的长度。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设定气温的区间长度为 6℃，这一设定的隐含假
设是，在同一气温区间内不同气温的天数增加一天所产生的绿色经济效应是同质的。以 12—18℃为
例，相比 6—12℃气温区间，增加平均气温为 13℃的一天与增加平均气温为 18℃的一天对绿色经济
效率的影响效应相同。显然，气温区间的长度越长，该假设就越强。为避免本文的基准结论受到这一
先验设定的干扰，将气温区间的长度缩短为 3℃进行稳健性检验，此时气温基准区间为 9—12℃。 实
证结果显示，本文的基准结论并未受到人为设定区间长度的影响。

（4）重新定义落后城市与发达城市。 在基准回归中，区分落后城市与发达城市的标准是样本期
间各城市的 GDP均值。 为避免气温变化的经济后果具有“劫富”特征这一结论受到样本划分标准的
干扰，本文采用如下三种方式重新划分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③：①参考 Kumar and Khanna（2019）的

① 相对于 6—12℃基准区间，更高的气温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均统计显著，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

本文重点针对相比基准区间更高气温的变化效应进行阐释。 需要指出，气温降低或上升影响绿色经济效率

的机制在理论上类似，但从实证结果看，低于基准气温区间的多个区间变量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产生这

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尽管气温下降与上升均会引发人们的适应性行为，并随之增加非生产性能源消耗与

污染排放，但与夏季应对高温采用空调从而增加二次能源（电）消耗不同的是，在冬季北方地区集中供暖消

耗的主要是煤而不是电。 由于城市层面燃煤数据不可得，本文在计算绿色经济效率时并未考虑这一能源消

耗。 因此，气温下降对能源消耗产生的影响并未完全被本文计算得到的绿色经济效率所捕捉。 有研究表明，

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当冬季气温下降时，气温变化可能会改变企业雇佣工人的性别结构：增加男性

工人比例（Chen and Yang，2019）。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气温下降的不利影响。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

于这一关键问题提供的有益启示。

② 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③ 虽然人均 GDP 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但是本文并未采用该变量衡量城市的发达程度，原因

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人均 GDP 最高的城市不少是资源型城市，如阿拉善、鄂尔多斯、大庆、东营以及

克拉玛依等。很难说这些城市就比深圳、无锡、苏州以及广州之类的城市更加发达，采用人均 GDP 衡量一个
城市的发达程度容易产生东营甚至比上海发达的误解。 二是一国内部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相比国与国之

间更加便利， 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实际上也是这个城市发达程度的体现， 因而采用 GDP 总量而不是人均

GDP 可能更能全面反映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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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全部城市 落后城市 发达城市

小于-12℃ -0.0003 0.0004 -0.0016

（0.0007） （0.0007） （0.0015）

-12—-6℃ -0.0014** -0.0004 -0.0047**

（0.0006） （0.0005） （0.0019）

-6—0℃ -0.0005 -0.0001 -0.0011

（0.0004） （0.0004） （0.0010）

0—6℃ -0.0006** -0.0002 -0.0013**

（0.0003） （0.0002） （0.0006）

12—18℃ -0.0002 0.0001 -0.0016**

（0.0003） （0.0002） （0.0007）

18—24℃ -0.0006* -0.0002 -0.0021***

（0.0004） （0.0004） （0.0008）

24—30℃ -0.0005 0.0000 -0.0025**

（0.0005） （0.0005） （0.0010）

大于 30℃ -0.0006 -0.0000 -0.0029**

（0.0005） （0.0005） （0.0012）

观测值 3903 2883 1020

R2 0.6123 0.5199 0.67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基准回归结果表 1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基准组为 6—12℃气温区间。控制变量包括降水量、日照时间、气压、露点

温度以及平均风速。 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被解释变量均为绿色经济效率。 包括常数项但未报告结果。 以下各表同。

做法，以 2003—2016 年各城市 GDP 的中位数划分落后城市与发达城市样本；②以 2003—2016 年
各城市 GDP 的上下四分位数划分落后城市与发达城市样本； ③以样本初期 2003 年各城市的 GDP
均值划分落后城市与发达城市样本。 实证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划分标准，本文的基准结论依然
成立。

（5） 调整绿色经济效率核算方法。 绿色经济效率的核算结果不仅取决于各投入产出变量的权
重，也受到投入产出指标选择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新核算绿色经济效率并展开稳健性检
验：①参考李江龙和徐斌（2018），将劳动与资本的权重设置为 0，能源投入的权重相应地设为 1/3，即

设定权重 ω=（0，0，1/3，1/3，1/9，1/9，1/9）
T
，重新核算绿色经济效率。②由于本文能源投入指标为用电

量，而火力发电厂的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与烟（粉）尘，因此本文分别使用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作
为污染产出变量重新核算绿色经济效率。 ③基准回归中调整烟（粉）尘跨期统计口径的方式可能影
响本文的结论，为此参考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直接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报告的烟（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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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绿色经济效率的核算。 实证结果显示，本文的基准结论未受到绿色经济效率核算方法的干扰。
（6）调整控制变量。 本文针对控制变量选择采取了两个稳健性检验：①对自然外生变量进行调

整。在研究气温变化影响经济产出的文献中，一些文献就是否应该加入降水作为控制变量存在争议

（Auffhammer et al.，2013）。 因此，删除降水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②增加经济变量作为控制变
量。尽管增加经济变量可能会带来“过度控制”和“坏的控制”的问题，但不加以控制也可能存在遗漏
变量偏误。 为此本文参考林伯强和刘泓汛（2015）选择的控制变量，进一步控制人均 GDP（Pgdp）、环
境规制程度（Envir）、产业结构（Stru）、外商投资占 GDP 比重（Fdi）、财政自主度（Fiscal）以及人口密
度（Popdensity）等经济变量①。 实证结果显示，对控制变量的调整未改变本文的基准结论。

（7）使用平衡面板数据。 本文基准回归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为避免部分城市在样本期间
数据不连续影响本文的结论，本文采用样本期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检验。 实证结果显示，本文的
基准结论仍然成立。

（8）控制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绿色经济效率可能存在跨期相关性，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两种
方法控制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进行检验：①采用差分 GMM 进行回归；②参考 Dell et al.（2014）的建
议，采用被解释变量的期初值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替代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实证结
果显示，即使考虑绿色经济效率存在的跨期相关性，本文的基准结论也依然成立。

3. 排除替代性解释②

在前文检验中，本文发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相对于 6—12℃气温区间，气温上升对绿色经济效
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负向效应随气温的增加不断增强。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效应仅存
在于发达城市，而不存在于落后城市，表现出气温变化的“劫富”特征。但是，气温变化的经济后果可
能并不特定作用于经济发达的城市，只是特定影响具有某种特征的城市，而具有这种特征的城市恰
恰正好是发达城市。 具体地，有三个潜在的替代性解释可能对本文的核心结论构成挑战③：①气温上
升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并非偏好于经济发达地区， 而只是特定作用于炎热地区 （Letta and
Tol，2019；Kumar and Khanna，2019）。 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恰好相比落后城市的平均气温更高。
②气温上升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具有“劫富”特征可能只是因为这些地区恰好降水比较多，
与地区本身的经济发达程度无关。 而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恰好降水量也相对较多。 这一替代性
解释的逻辑是：在降水较多的城市，人们能够从事户外工作的时间相对较少。因此，户外工作可能更
多暴露于高温之下，进而使得气温上升对这些城市产生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 ③气温上升对绿色经
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可能只是特定作用于湿度更高的城市，而非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 在中国，经济
发达的城市恰好又是湿度较高的城市。这一替代性解释的逻辑是：人们的体感温度既取决于外界的
气温，也受到相对湿度的影响。相对湿度会放大人们对外界气温的感知，即相对湿度越高的地方，人
们在高温环境中越会感到炎热， 因此气温上升的负向影响可能只是特定作用于那些人们更加容易
感知高温的城市。 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基准结论并未受到这三个替代性解释的威胁。

4. 安慰剂检验
前文基于工作日气温变化展开的实证检验发现，对于经济发达城市而言，当气温超过 12℃后，

气温上升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本文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气温上升影响

① 关于经济变量的定义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② 排除替代性解释的回归结果与具体解释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③ 本文分别绘制了样本期间城市平均气温、降水量、相对湿度与 GDP 的散点图，发现这三个变量均与 GDP 呈
现正相关关系。 具体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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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活动中的劳动生产率与适应性行为等。为排除遗漏变量可能对前文因果识别的干扰，本文基
于周末气温重新构造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①。 如果前文结论未受到遗漏变量干扰，那么理
论上应该能够发现， 基于周末日度气温构造的气温区间变量不会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
著的影响。 检验结果表明，当周末平均气温超过 12℃后，气温上升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几乎
均不显著，这与 Deryugina and Hsiang（2014）的结果一致。 其中，仅当气温上升至 18—24℃区间时，
其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估计系数通过了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而当气温上升至大于

30℃区间时，气温区间变量的估计系数却为正，与基准结果不符。 总的来说，周末气温上升并未产生
持续显著的负向影响。 因此，本文基准结论未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

六、 拓展性讨论

1. 最高气温冲击的影响
理论上，相比每日平均气温，每日最高气温冲击的影响持续时间更为短暂，但二者又存在紧密

关联。本文发现的气温变化的经济后果究竟是最高气温变化引起的还是日均气温变化导致的，仍需
进一步探究。 本文从 ERA－Interim数据库整理得到中国各城市 2003—2016年工作日期间每日最高
气温，设定气温区间长度为 6℃，共形成 10 个区间变量。 以气温区间 18—24℃为基准组，检验结果
表明②，与最高气温在 18—24℃区间相比，无论气温下降还是上升，均未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呈
现显著且持续的影响。由此可见，前文所发现的平均气温变化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
并非由较短时间的最高气温引致。

2. 平均气温的长期影响
前文研究仅讨论了气温变化的当期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平均气温变化对绿色经

济效率的长期影响。 具体地，将各气温区间变量的一阶与二阶滞后项一起加入到方程（8）中进行回
归。以发达城市为研究对象，图 2报告了各气温区间变量的当期效应、一阶滞后效应、二阶滞后效应
以及累积效应。 可以发现，以气温在 6—12℃为基准，当气温下降至 0—6℃与-12—-6℃时，当期、滞
后一期以及累积效应均在 10%水平显著。 但是当气温低于 6℃时，气温下降的滞后两期效应均不显
著。 以气温在 6—12℃为基准，当气温上升时，其滞后一期、滞后两期以及累积效应均未通过至少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表明以 6—12℃为基准，气温变化的经济后果并不存在持续的长
期效应，与 Deryugina and Hsiang（2014）和 Zhang et al.（2017）的结论基本一致。 由此可见，气温变
化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机制可能并非资本跨期投资或库存决策等， 否则应该能够看到这一影
响存在长期效应。

当控制气温区间变量的滞后一期项与滞后两期项时，气温在 24—30℃与大于 30℃区间的当期
估计系数虽然为负，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果并未对本文基准结果形成重
要的挑战，其原因是：①在本文研究的样本中，发达城市样本相对较少。 在加入两阶滞后项后，回归
使用的样本量进一步减少，标准误相对增大，从而降低了估计系数的显著性。 ②不同阶数的滞后项
与当期气温区间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线性， 因而当期气温变量的影响效应一定程度上被其
滞后项所吸收。

3. 平均气温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进一步对平均气温变化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 以 6—12℃为基准，如果气温

① 安慰剂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② 最高气温变化的估计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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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气温变化的长期影响

上升驱使本地高效率企业搬迁到气温相对较低的邻近城市， 那么气温上升的影响效应就不仅局限
于本地：在使得本地绿色经济效率降低的同时，可能会增加邻近地区绿色经济效率。 如果存在这一
空间溢出效应的话，那么仅通过本地效应就无法全面评估气温上升带来的经济影响。 为此，本文以
发达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每个城市的经纬度指标构建权重为地理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对大
于 12℃的气温区间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考察，结果如图 3所示。 可以看出，当加入各个气温区
间的空间滞后项后，大于 12℃的气温区间变量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仍然显著为负，进一
步验证了本文的基准结果。与此同时，以 6—12℃为基准，无论气温上升至 12—18℃、18—24℃、24—
30℃或者大于 30℃区间， 本地绿色经济效率受到 300—400km、400—500km、500—600km、600—
700km以及 700—800km地理范围内邻近城市对应气温区间的影响效应均在 0上下波动，且未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①。 这一结果表明，以 6—12℃为基准，气温上升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
影响并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4. 平均气温的效率损耗：反事实分析
参考 Deryugina and Hsiang（2014）的反事实分析思路，本文试图估算平均气温未保持在最优区

间 6—12℃所产生的绿色经济效率损耗。假定每个城市为最大化绿色经济效率目标都具有自主选择
其所在气温区间的能力。那么根据前文分析，发达城市将选择每天平均气温位于 6—12℃的区间。根
据基准回归中各气温区间的估计系数与发达城市各气温区间的平均天数， 结合各发达城市的实际

① 由于发达城市在地理空间直接相连的情况较少，故本文设定地理范围从 300km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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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气温变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① 本文绘制了发达城市实际平均绿色经济效率与最优平均绿色经济效率的时间变化图。 具体内容参见《中国

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② 机制讨论的回归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绿色经济效率可以计算得到其最优绿色经济效率①。 基于发达城市样本，对比其实际绿色经济效率
与最优绿色经济效率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从数值看，最优绿色经济效率几乎一直是
实际绿色经济效率的 2倍。 这意味着平均气温未保持在最优区间带来的绿色经济效率损耗几乎与
实际绿色经济效率一样大。 需要指出，尽管从具体数值上看，此处反事实分析能够提供的有效信息
较少，但至少说明气候治理政策能够挖掘发达城市相当可观的绿色经济效率增长潜能。

5. 机制讨论
前文机理分析部分已经指出，气温上升可能通过劳动生产率、节能减排效率以及环境规制等渠

道影响绿色生产率，那么相对于 6—12℃的基准区间，气温上升负向影响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
主要机制是什么？ 本文逐一展开分析。 ②

（1）虽然本文难以获得各城市体力劳动密集型工人与脑力劳动密集型工人的数量以及对应的
经济产出，但是理论上，若脑力劳动密集型工人劳动生产率是气温上升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
生负向影响的主要机制，那么可以预期相对于 6—12℃的基准区间，气温上升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
影响应主要体现在发达城市，而非落后城市。本文将根据样本期间各地级市生产总值与劳动数量计
算的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区分落后城市与发达城市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
当气温超过 12℃后，气温上升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只在发达城市成立，在落后城市中二者
之间的关系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本文的预期相符。此外，当气温超过 24℃后，气温上升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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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影响尽管仍为负，但不再统计显著。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发达城市脑力密集型劳动
者的工作场所采用了应对高温的适应性行为， 从而一定程度缓解了气温上升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利
影响。

（2）在前文的检验中，当平均气温超过 24℃以后，气温上升仍然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存在
负向影响。 那么在这个气温区间，气温上升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机制不是劳动生产率，是否是节能
减排等其他机制？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绿色经济效率替换为能源效率、环境效率以
及能源环境效率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当气温超过 12℃以后，气温上升对发达城市能
源效率、环境效率以及能源环境效率基本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随着气温的不断上升，影响效
应总体上不断增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影响效应几乎不存在于落后城市。由此可见，当气温超
过 12℃以后，气温上升引致发达城市过多的非生产性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造成了能源效率与环境
效率的双重下降，也是引致气温变化经济后果呈现“劫富”特征的重要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落后
城市，当气温超过 12℃以后，只有当气温大于 30℃时，气温变化对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才通过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一结果显示为降低能源消耗成本，只有在最高气温的情况下，落后城市才启
动应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行为。

（3）本文认为，当气温超过 12℃以后，气温上升降低发达城市的环境效率，进而降低其绿色经济
效率，可能不仅仅是发达城市适应性行为过度增加的结果，还可能是地方政府策略性选择环境规制
执行力度的结果。 为检验这一可能的机制，本文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获得 2004—2013 年各城市政
府所披露的存在环境违规行为的企业数量， 采用该城市工业企业数量进行标准化构造出城市层面
的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当气温超过 12℃后，气温上升
对发达城市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存在持续的负向影响，且影响效应不断增强。 其中，一旦气温超
过 24℃，这一负向影响就在统计上显著。由此可见，当气温上升至较高温区间时，发达城市政府降低
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也是气温上升降低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机制之一。需要指出，当气温大
于 30℃时，气温上升对落后城市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这一负向影响并未
降低落后城市的环境效率。其可能的原因是落后城市平均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本身就较低，气温上升
降低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的影响效应也相对较小，不足以改变其环境效率。

七、 气候变化的影响效应评估

基于前文检验的短期气温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 再结合气候变化预测模型的模拟
数据， 可以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 具体地， 本文基于 HadGEM2－ES
（Hadley Global Environment Model 2－Earth System）预测的气候变化模拟数据，限定数据空间分辨
率为 5 分（Minute），将该栅格数据与城市进行匹配得到中国各城市中期（2041—2060 年）与长期

（2061—2080 年） 气候变化的情况①。 HadGEM2－ES 数据包括 4 个典型的浓度路径情景：RCP2.6、
RCP4.5、RCP6.0 以及 RCP8.5。 其中，在 RCP（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8.5 路径下，预
测模型假定二氧化碳的排放“一切照旧”，本文从这一路径考虑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不同城市绿色
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

根据基准回归得到的各气温区间相对基准气温区间 6—12℃的估计系数，再结合不同城市中期

① HadGEM2－ES 提供的气候变化模拟数据是月度层面的气温数据，本文参考 Yu et al.（2019）的方法得到各
城市中期与长期路径下日度层面的平均气温数据。 据此本文绘制了各城市在 2003—2016 年、中期与长期

路径下日度平均气温的分布图，具体内容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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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气温区间的气候效应
总气候效应

小于-6℃ -6℃—24℃ 大于 24℃
中期（2041—2060 年） 落后城市 -0.0007 0.0021 -0.0002 0.0012

（0.0026） （0.0036） （0.0108） （0.0098）
发达城市 0.0063* 0.0326*** -0.0615** -0.0226

（0.0035） （0.0116） （0.0247） （0.0214）
长期（2061—2080 年） 落后城市 -0.0008 0.0036 -0.0005 0.0023

（0.0044） （0.0057） （0.0187） （0.0169）
发达城市 0.0099 0.0524*** -0.1054** -0.0431

（0.0057） （0.0181） （0.0431） （0.0375）

中期与长期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表 2

注：气候效应的估计系数基于表 1 报告的系数估计结果与中长期气候变化路径计算得到。

（2041—2060 年）与长期（2061—2080 年）RCP8.5 浓度路径日度平均气温的分布变化，本文计算得
到中期与长期气候变化对不同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总体影响，结果见表 2。可以发现，落后城市的绿
色经济效率均未受到中期或长期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 对于发达城市而言， 在气候变暖的大趋势
下，大于 24℃气温区间的天数增加将在中期与长期对其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
果表明，从中期与长期看，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仍然是“劫富”而非“亲贫”的。 并且，这一区间气候变
化的长期影响效应（-0.1054）几乎是中期影响效应（-0.0615）的 2倍。这说明如果气候变暖趋势得不
到遏制，高温（大于 24℃）区间天数的增加将会对中国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日益严重的负面
影响，严重损害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潜力。 不过由于较低温区间（小于 24℃）平均天数的下
降，高温（大于 24℃）区间天数增加引致的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损耗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这
使得全部气温区间的总体气候变化在中期与长期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并未通
过至少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尽管如此，需要警惕的是，如果高温（大于 24℃）区间平均天数持续
上升，总体气候效应很可能最终体现为显著的负面效应。 因此，促进节能减排，使得气候变化尽快脱
轨于“一切照旧”的模式理应是当前气候治理政策的核心目标。

八、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整理了 2003—2016 年中国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每日平均气温数据，将其与采用 NDDF
模型核算得到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进行匹配，通过构造长度为 6℃的气温区间变量识别了气温变化
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因果效应。利用气温变化因果效应识别气候效应，并结合气候预测模型的模拟数
据，预测了未来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①以 6—12℃气温区间为基准，气温下
降或上升均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存在负向影响。 其中气温上升产生的负向影响持续统计显著且影
响效应不断扩大。 并且这一影响效应仅体现在发达城市，在落后城市并不存在。 ②当气温大于 12℃
以后，气温上升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既不存在长期效应，也不具有空间溢出特征。 ③当
气温大于 12℃以后，气温上升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节能减排效率以及促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规制
执行力度等机制对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④在“一切照旧”的二氧化碳排放模式下，
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无论在中期（2041—2060 年）还是在长期（2061—2080 年）均体现出“劫富”而
非“亲贫”的特征。在气候变暖的趋势下，高温区间（大于 24℃）天数的增加将在中期使得发达城市绿
色经济效率平均下降 0.0615个单位，在长期则将使得发达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平均下降 0.1054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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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通过考察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为理解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
全新的视角，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中国实现气候变化治理与绿色经济发展共赢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1）从短期看，更为合理地采用适应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在不断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提高
节能减排效率。 本文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负向影响之所以偏向发达城市，一个可
能的原因是发达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时过度使用适应性行为。 这种过度的适应性行为带来了大量
的能源消耗与不必要的污染排放，同样阻碍了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快速迈进。 为此，对于
发达城市，既需要加强地方政府间气候协作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更需要努力
构建低碳城市，推动适应性行为的合理运用，杜绝能源浪费。 不仅如此，本文研究还发现，发达城市
政府可能采取降低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的策略性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因此，推
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规范化执行，杜绝环境投机主义，实现节能减排有序推进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相适应也是发达城市参与气候治理的核心要义。

（2）从长期看，更为积极地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努力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引领角色。 作为
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履行大国责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推动落实《巴黎协定》等
国际气候变化治理框架。 与此同时，在经历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维持经济稳定增长且促进生态环境好转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 本文研究表明，中期
与长期气候变化均会对中国发达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 因此，更加积极地参与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既能展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
中应有之义。 为此，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促进能源结构清洁化，建设全国统一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以及深化清洁发展机制等，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当然，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 绿色经济效率既包含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也涉及传统投入产
出的效率转化问题，嵌入了多重结构和要素，因而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仍然存
在其他可能的机制。 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基本探索。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打开气候
变化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机制“黑箱”，更为深入地厘清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及其地区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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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Really Pro-poor
JIN Gang1， SHEN Kun-rong1， SUN Yu-t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mainly focuses on the benefits of
adaptive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gnoring the energy and pollution cost of adaptive behavior. In
order to study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is paper firstly uses the non-
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NDDF） to calculate the prefectural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6. And then， the causal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on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s identified by using
random fluctuations in daily temp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relative to a day in the 6—12℃ bin， the marginal effects
on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of additional day in other temperature bins are all negative，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dditionally， the relationship
only exists in developed cities， and it is not shown in developing cities， reflecting that climate change “robbing
the rich”，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pro-poor” feature found in most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The mechanism test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rising
temperature on the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of developed cities when temperature is above 12℃ mainly comes
from reduced labor productivity，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medium-term （2041—2060） and long-term （2061—2080） RCP8.5 path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limate change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reen economic productivity of developed cities，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will increase over time.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and also
contributes to defin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 clim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daptive behavi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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